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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科层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组织刻画，国有企业则是国家这个有意识合作大陆的有机分支。
建设时期，工业化目标与多重约束条件要求科层体系的权威控制完全取代市场主体间自发交易，社会主义积累

规律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企业剩余权向国家分级集中、职工通过企业而组织起来，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

人的物质利益矛盾在宏观计划体制与微观单位体制中解决。面对信息阻塞下的弱激励困境，大科层体系通过

条—块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将剩余权合理下放，而弱激励引发的官僚主义弊病又要求有促进企业决策者—职工利

益相容的治理结构与之适应。此时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间分别存在央地政府和双重治理的中介职能调整关

系，两者的不断再生产使国企成为条条与块块的联通器和国家与职工的联结器，在价值规律引入后，前者表现

为国企适度集中与央地双向合作，后者表现为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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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按其原初性质，国有企业并非科斯式企业那种 “无意识合作的海洋中屹立的有意识力的岛屿”，相反，

其更近乎一种有意识合作的大陆中延伸出来的分支。即便市场经济要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由

“国有”———所有者外置所决定，形式上政企分离的两者间仍存在实质上的权力依存关系，这确保了国企能

够适时执行某种超经济职能。然而学界尚未对此达成共识，部分研究仍按照科斯式企业的理论及标准来评价、

要求国有企业。但作为一个并联、叠加的高速发展进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绝非单一自发秩序所能实现，

客观规律之所以能够被掌握与运用，其物质基础必然是代表集体理性的 “科层大陆”和代表个体理性的 “市

场海洋”两极体系。

从洋务运动兴建官办工业，到孙中山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

家经营是也。”① 中国的 “工业化—国有化”二元结合思想及制度探索肇始于清末民初，但在制度路径依赖意

义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制度框架才构成后续制度变迁的母体与起点，并为后继者刻上无法抹除的制度基

因，这一框架便是围绕国有企业计划、管理、生产经营所形成的大科层体系。其将国有企业确立为生产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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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 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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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核心载体，并选择以单一科层调节主导资源配置，实现了价值规律以外的第二种法则———社会主义积累

规律。在第一种场合，共同利益和目标在对特殊利益和目标的普遍追求中得以凝聚。而在第二种场合，代表

共同利益的发展战略自上而下逐级贯彻，贯彻的动力与方向因客观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及利益、目标的冲

突而存在不足与偏差。当动力不足成为主要短板，便要通过权责利调整来获得一种强刺激，由此放大的方向

偏差，又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予补偿。

在文献方面，既有研究关注了建设时期国有企业的若干制度安排，如宏观层面的政企关系变化、以企业

为杠杆的央地关系调整，与微观层面的单位体制、鞍钢宪法、运动式治理等。但宏观侧鲜见有关央—地、

政—企间计划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学理基础，导致对大科层体系普遍置以 “僵化”的感性评价，忽视了经

济剩余的快速积累与集中调配，即产业、区域政策直接贯彻下的宏观控制效率。微观侧又分别以党史学、社

会学等单一视角加以研究，未能体现若干制度背后的互补性与经济学逻辑，引发对企业微观运行效率的普遍

低估。事实上，大科层体系的宏观侧与微观侧，以及两侧的各个子制度共同构成一个互补的制度有机体。时

至今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仍以大科层体系作为底框架，若拒绝以系统观念分析之，则对每一具

体制度及相关变革的分析都难免有所阙漏、有失偏颇，最终使国有企业研究失去整体性和历史基础。故本文

从大科层体系的本质、生成，及其中国化的历史性出发，将整个体系拆解为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两组关

系，尔后沿此路径纵向探讨相关制度设计、调整、特色与时代化逻辑，完成对建设时期国有企业宏、微观制

度框架的客观科学阐释。

二、大科层体系的历史生成及中国化缘起

从唯物史观出发，理想或原初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多是遵循生产力质态演化规律而进行理性推演的

合规律产物。在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基于工具机革命而提出生产力质态变革的时代表征，并归纳出

与之伴随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变化。到 《资本论》第三卷，这种变革因新一轮科技革命而再度出现，并为资

本的垄断性扩张提供坚实的生产组织基础，有关国有 （国营）企业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此背景下得到极大

发展。

（一）大科层体系出场：公有制与 “科层—权威”型组织体系

当大工业开始呈现 “经济职能集中化”与 “资本占有社会化”两大趋势，马克思推断，“资本主义生产

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资源配置职能再转化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

职能”所必需的 “过渡点”①。而过渡的必要性在于，“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

即 “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

导。”② 以 “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③。这样一

来，原本独立的生产单位被整合为一个由生产与计划部门共同构成的 “大科层体系”。此时，权威构成 “大

科层体系”运行的基础，因为组织内部独立器官的运动上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管理者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

管理者的权威而和他们相对立，同时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

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可以说，大工业既造成了 “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又 “通

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④，后者即权威—科层制。

使科层体系权威控制完全取代市场主体间自发交易是具备某种效率优势的，这不仅表现在对个别企业生

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克服上。一如韦伯所言，科层制是最合乎理性的组织形式，它

依靠形式法规确定每个机构的管辖范围，规定机构内的权力分布，把每个职位和责任联系起来并为履行职责

建立规则秩序。⑤ 较之于市场，科层能够以一种强适应性、有秩序的决策过程节省有限理性、不确定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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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４９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６８３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３、６４４ ６４５页。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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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和资产专用性条件下的昂贵交易成本。① 也正因如此，列宁才主张为那种自发 “过渡”注入能动力量。

他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政权并没有资本主义那种 “现成的关系”，因此落在我们肩上的 “巨大组织任务”就

是 “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

作的经济机体”②，“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能够 “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③。但在实践中，

这种大科层体系也常因科层规模逾界、内部行为偏移与激励弱化而造成计划失灵与生产力浪费，从而呈现管

理收益递减趋势。④ 因此，一国无法凭借这种单一体制实现长期效率，基于公有制的 “科层—权威”型组织

体系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

（二）大科层体系何以在中国确立：工业化目标与多重约束条件

从工业化一般规律出发，科层管理性强制与市场竞争性强制是相互替代的两种剩余积累方式，前者能够

按国家意志直接调控剩余提取比例，并选择积累的物质形式 （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后者则依赖自发秩序，

依循农—轻—重顺序发展的产业路径和惯性—极化趋势明显的区域特征，其间可能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相

比之下，采取前一积累方式的大科层体系能够缩短工业化进程，宏观效率释放可以抵消管理收益递减下的微

观效率损失。以苏联为例， “一五”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比重达到 ９９ ９％，使其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１９ ２％，到 “二五”时期，年均增速仍有 １７ １％。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仅两年便将经济恢复至战前水平，
到 １９５０年，工业总产值相比 １９４０年增长 ７３％。⑤

对中国而言，“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

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⑥。“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

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⑦ 此时选择以大科层体系推进工业化，内生于若干时代条件。

首先，对于后发农业国，发展重工业依赖一个强力的、有计划的积累和建设体系。到 １９５３年，全民所有
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由 １９５２ 年的 ４３ ５６ 亿元上升至 ９１ ５９ 亿元，陡增 １１０ ３％⑧，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由
１８３ ７２亿元增为 ２２２ ８６亿元，仅提高 ２１ ３％。⑨ 重工业建设的大规模投入，使国家的财政经费空前紧张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已经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瑏瑠。

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真正地支援后发国经济建设。瑏瑡 因此，效法苏联模式，借助国有企业发展重化工业就成

为破解资金约束的一个关键制度安排。

其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瑏瑢。刚刚启动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中国与世界工业前沿已有两轮革命代差。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与先发国差距越大，工业化

追赶的路线越清晰，从而两者的工业化进程将显示出相当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发展的速度 （工业增长

率）上，而且还体现在从这些进程中产生的工业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方面”。具体表现为 “一个国家的经

济越是落后，由旨在增加新生的工业部门的资本供给 （此外，还为它们提供更少分权化的以及具有更丰富信

息量的企业指导）的特殊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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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建立大科层体系，客观上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承诺。①

中国向苏联 “一边倒”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国际政治结果，反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

性。② 整个 ５０年代，中国同苏联和东欧签订的引进项目合同达 ２７亿美元③ （折合人民币 ６６亿，不足一五计划
总投资额的 １０％，表明苏联对生产资料的定价极低，各类具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参数、工艺资料均由苏联无偿
提供），其中基础工业占约 ８０％、国防工业占约 １２％④，在全部引进项目当中，有 ８９ ２％的外汇用于从苏联和
东欧各国购入成套设备 ４１５个⑤，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资料达 ４０００项。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在华援助的苏联
专家共 ８５００余人⑥，有 ２０％—３０％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设计工作是由苏联专家承担。⑦ 巨大的制度净收益意味
着拒绝大科层体系将导致高昂的机会成本。可以说，建立大科层体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之举，是工业

化目标与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策略选择。

三、以苏为师时期大科层体系的制度设计

作为一个复杂机体，大科层体系需要若干配套制度来维持自身高效运转，包括建立全国性及各省各县的

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各专业部门，以及建立国营、省营、县营、市营各企业间的正确关系等。⑧ 到 １９５３年，
微观的生产经营规章制度与宏观的计划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中央正式提出 “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

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⑨。通过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和组织起来的单位体制，中国将政

府、企业与个人整合进一个 “国营经济综合体”，其凭借条条间横向闭合与层级间纵向贯通的伞状科层结

构瑏瑠，实现了剩余稀缺条件下的强性控制、资源提取与重点投放。

（一）企业决策权向国家分级集中的计划体制

诚然，大科层体系以权力的集中化作为核心特征，但这种权力集中的具体类别、位置与效果还需进一步

明确：一是所集中权力主要是生产计划 （存量控制）权还是建设计划 （增量控制）权；二是所谓权力向国家

集中是指集中在中央还是地方；三是权力的集中化是否真的只有僵化而没有成效。

１ 社会主义积累规律要求决策权向国家集中。理论上，社会主义生产应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毛

泽东认为，“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瑏瑡。那么规律是什

么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这里存在两种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方法———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积累规

律。对于前者，“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瑏瑢。（这里价值规律

不是指作为一般性的劳动消耗比例性规律，即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通过算账才能实行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

法则。瑏瑣）而后者 “一开始就为自己开辟走向自觉的道路”，“在每一个年度，它都迫使我们在整个国营经济内

部这样来实行生产力的分配：预先就推测出下一年度以及部分地推测出以后几年的生产力分配”瑏瑤。实践中，

两种规律相互交融且彼此制约，两者不同的力量配比直接导出不同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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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模式中，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始终占据支配性地位，“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

内的”①。因此国家把货币计算与价格制定当作经济建设和计划国民经济的经济工具。② 譬如国家利用适当的

比价体系，一则抽取非核心部门经济剩余，另一则通过预算资金注入与政策性利润来推进战略性部门扩大再

生产，刺激其生产积极性。由于康特洛维奇的 “解乘数法”及与之配套的 “利别尔曼建议”尚未面世，而兰

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方案又在强调价值规律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因此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实现必然依赖于决策权

高度集中的科层计划控制。

２ 基于平衡法的一线串成式生产计划。大科层体系首先由宏观的计划管理体制和微观的 “经济核算制度”及

其内置的 “生产计划管理制度”予以确立。经济核算制度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强化投入—产出核算来提高产

量、质量并降低成本③，因而具备企业一般性。其中的生产计划管理制度则要求企业内部各工厂、车间、工

段、班组层层编制生产作业计划，建立各种责任制④，以对企业下一生产周期的原材料需求与半成品、产成品

供给做出计划，这样遵循工序分工原则的各部门可依循事前计划开展生产，保证了各环节物料供应充足、存

货储蓄有限。而实行生产计划管理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建立福特制意义上的技术作业规程，通过生产指数核算

来确定技术经济定额，后者直接反映企业的生产函数，借此能够确定一定生产资料与劳动单位投入的标准产

出额，制定出更加客观、标准的生产计划。⑤

从特殊性来看，企业内部计划又要与国家计划相互配套，而非自适应市场需求。根据 １９５２年 １月中财委
颁布的 《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大科层体系需遵循 “两下一上”的计划编制方式，即 “自上而下颁发控

制数字，自下而上逐级编制并报送计划草案，自上而下批准计划”⑥。而计划制定则采取 “平衡法”，即维持

企业内生产及收支平衡、区域内各产品供需平衡与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平衡。虽然中央能够以价格为杠杆调

节微观生产与宏观结构，但经济计算问题的客观存在使价格体系难以准确反映国家意志⑦，中央必须采用控制

数字和指令性、指导性计划等行政调节方式。其中，控制数字负责引导生产计划，其主要参照前期计划的制

定与完成情况 （甚至控制数最初由企业提出），因此企业既是编制计划的基本环节又是执行计划的基本主

体⑧，在逐级综合并填写各级所用表格后，计划由上到下一线串成。

３ 基于分级管理的剩余权分级集中。进一步地，计划又分为生产与建设计划。如果说前者作为简单再生产计

划，依赖企业在中央控制和上级监督下的自主决策，那么后者作为扩大再生产计划，只能由具备统筹规划与

横纵协调能力的国家机关制定，与之对应的剩余权向国家高度集中。这就引发剩余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

配问题。与苏联的 “联盟政府—加盟共和国 ／大经济区—经济行政区—地区生产管理局”⑨ 多级管理体制相
仿，中国同样采取在国家统一计划、法令、税收、劳资关系等共同制度框架下的分级归口管理模式，“凡属国

家所有的工厂企业，分为三种办法管理：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

有，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瑏瑠。这样企业被划

分为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两个层次。生产和建设计划按企业隶属关系由中央主管部和地方政府分别编制，地

方各级政府同样设立计划管理委员会，以对企业生产资料统一调配、对企业产品统购统销、对企业利润、折

旧基金和投资性支出统收统支，央、地政府在经济职能上既有交集又各管一摊。一方面，虽名义上为属地与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 １６页。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 ４８５ ４８７页。
具体包括：编制计划、核定资金、定额管理、保安检查、建立责任制、成本管理、统计报表。

行政的专责制、技术的责任制、技术供应责任制、技术安全责任制、生产调度责任制、设备检修责任制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 ８０５ ８０６页。
《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新黄河》１９５２年第 ４期。
路·冯·米塞斯、陈国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９８６年第 ６期。
刘国良：《中国工业史》现代卷，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６５页。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９４页。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天津市政》１９５０年第 １０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１１ Ｎｏｖ ２０２５

垂直双重管理，但中央政府无力全面介入地方工业①，地方政府掌握其主要剩余权，并在计划编制中尽可能实

现自积累与自平衡。中央只需完成全国汇总与最终平衡，各省物资盈余与缺口统一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

贸易部专业公司负责平抑，双重管理实际表现为属地管理。另一方面，中央难以对分散央企实行充分监管，

从而需要指定地方当局对央企加以监督、指导、协助，以保证国家统一的政策、方针、计划，重要制度的贯

彻实行。② 但由于地方与央企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前者难于插手、后者不愿服从问题频现。并且地方担负辅

助管理责任，却不拥有相应权力和利益，使地方管理动力严重不足，双重管理实际表现为垂直管理。

通过剩余权向国家分级集中，在价值补偿维度，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共提取基本折旧

基金 ５９ ０９亿、大修理折旧基金 ３２ ４１亿、超计划利润分成 １０ ６１亿，共计 １０２ １１亿，而三项费用拨款仅为
１２ ３亿。通过集中积累，国家财政收入由 １９５３年的 １７３ ９４亿上涨至 １９５７年的 ３１０ ０４亿 （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１０６８亿），５年总收入 １３１８ ５３亿，为高达 ７６６亿的建设投资准备了物质基础。③ 在实物补偿维度，中国以 １５６
个项目为核心，以 ６９４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重点 （真正落实的达到 ９２１个），初步建立起自主工业体系，使工
业总产值增长 １２８ ４％，年均增长 １８％。④ 其间企业建设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服务建设与居民社区
建设共同设计、一体推进，新建企业与原有企业及待建企业之间的供应链配套与产业园区共享方案在计划中

得到贯彻。⑤

（二）职工以企业为载体组织起来的单位体制

对大科层体系而言，宏观的计划管理体制重点解决中央、地方与企业的利益矛盾，因而必须有落实到个

人利益的微观制度基础与之配套，否则计划将成为一纸空文。这种互补性微观制度就是单位体制，是兼具经

济、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包含契约关系、组织形式及个体利益相容机制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１ 单位体制：超经济的封闭式劳动 （力）契约。１９５２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
指出：“为配合国家建设计划，逐步解决失业、半失业和劳动力问题并争取逐步实现合理使用劳动力起见，应

从统一介绍就业开始，逐渐达到统一调配劳动力。”⑥ 自此工人就业虽采取劳动契约形式，但企业已失去自主

用工权，工人亦不具备自由流动权，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归为公有，职工与劳动力个人产权相互分离，劳动

契约具有一定超经济的强制性。同时，劳动契约内置激励条款由中央统一规定，薪酬以八级定额工资为主体，

以绩效奖金为补充，各级工资仅在行业间有所差异。⑦ 企业拥有少量激励设计和增量分配权，可以从计划利润

中提取 ２ ５％—５％、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 １２％—２０％用作奖励基金，但提留总额不得超过企业全年基本工资
总额的 １５％。⑧

此外，劳动契约的特殊性还表现为企业办社会，即企业提供福利设施和福利事业。多重因素叠加，使企

业之于职工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单位。所谓单位，是指国家为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而设立的具有政治、经

济、社会性质的组织形式⑨，其异于自由契约下的纯粹经济组织。职工医疗、教育、娱乐等非生产性社会活动

均在企业中进行，同时企业也具有一定行政等级并隶属于国家行政机构，强化了职工与企业契约关系的超经

济性与封闭性。这样一来，国家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增强了对劳动者的组织动员和控制能力，

为中国调动一切资源推进工业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 企业办社会与 “行政—政党”双重治理。在社会属性维度，企业办社会与分级计划管理体制间存在必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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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于中国原有城市及工业规模狭小，企业的大规模建设过程同样是其所在城市的建设过程，新增职工对

社会福利设施的迫切需求与城市相关设施的存量供给存在矛盾。又因新建企业多为中央与省级直管，福利设

施使用收益由企业及主管部门获得，供给责任落在所在地政府将造成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引发条块矛盾。因

此国家计委要求凡属工业企业专用的配套设施，由企业负责投资建设。

在政治属性维度，分级计划管理体制要求企业实行 “行政—政党”双重治理。由于新中国所接收企业大

都存留着旧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党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存在直接冲突，因此需要进行政治改造，以便建立

起国营工业体系。核心是在原有组织结构基础上建立企业党、团组织，同时改组、组建工会组织，使具体的

党务工作由专门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文娱、党务和组织工作的政治机关 （党委工作机关）负责执行，

统一对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并对企业行政实行党的保证监督职责。①

３ 职工的 “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属性。单位制企业的核心功能是将工人 “组织起来”②，以克服计划管

理下的那种国家与个人的物质利益矛盾。当经济人基于利己的讨价还价关系开展物质交往活动时，经济要素

是自由流动的，企业契约是松散缔结的，这将与计划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发生冲突。因为经济计划不是在个体

的利己决策中制定，由于集体理性有限性，计划无法契合每一个体的特殊利益，即便企业接受指令性计划，

也难以避免与职工的再谈判和契约再订立③，由此可能阻滞全局性经济计划的执行。

若单位制企业将分散个人 “组织起来”，企业便成为国家生产计划、剩余汲取与剩余配给调控体系的承

载者，和疏通国家与个体利益矛盾的纽带。个人与组织关系的稳固化，使国家与个体的利益矛盾转化为国家

与企业，特别是企业与职工的利益矛盾，这样矛盾主要在企业内部得到化解而不致对全局建设造成影响。由

于人员长期固化，职工之间的利益依赖关系和职工对单位的身份依赖关系得以确立，在企业的正式科层组织

关系以外衍生出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企业的封闭结构和办社会职能又进一步为人际关系的再生产开

辟道路④，非正式的、隐含的长期合约关系嵌入正式合约关系当中。

可以说，单位制企业的职工已成为经济人、政治人与社会人的复合体，其行为决策不再是个体、集体抑

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单一目标结果，而是一种经过权衡取舍的综合性选择。其中，社会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结

成由亲及疏的熟人网络，职工与单位 （班组→车间→分厂→总厂）之间结成一层层由小及大、由稳固到松散
的 “社会化家族系统”；政治人则要求人与人之间结成思想信念上的同志关系、组织原则上的权威—服从关

系，职工与单位之间则结成利益考量上的小我—大我关系。如果说经济人是高度利己与原子化的个人，那么

政治人就是高度利他与社会化的个人，社会人则是一种拥有利己与利他双重倾向且介于原子化与社会化之间

的个人，具体表现为利他动机随社会关系的疏远而衰减，且社会化程度以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限，这决定

了社会人能够成为衔接经济人与政治人的枢纽。从经济人属性出发，借助社会人属性，可建立起个人—社

群—集体的利益传导机制，合乎集体利益但不符合个人利益的某些指令，会因合乎社群利益而被个人接受，

个人诉求也可通过社群行动实现向集体决策的表达。因此社会人属性一经形成，政治人属性得以巩固，使单

位制企业在矛盾化解基础上，增加了激励补充的重要功能，譬如单位制企业可借助社会网络与政治动员来提

高个体决策中的集体、国家利益考量权重，建立起 “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以厂为家，爱厂如家”的超经

济利益相容机制，从而在缺少物质激励的情况下激发工人阶级劳动热情。

四、自主探索时期大科层体系的制度调整

从科层运行一般规律出发，科层层级必然随控制范围扩大而逐渐增多，有限理性下的控制缺失、信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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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传递的积累损失、子群理性偏离系统理性的决策损失、模拟市场强激励机制或采用 “次优”弱激励机制的

额外成本与激励损失，以及官僚主义成本等负面因素不断放大。① 虽然在生产力特定发展阶段，大工业释放的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支撑着 “科层—权威”型组织体系的体量扩张，但也只是延后而非取消了规模不经

济拐点，大科层体系的效率空间终将无法容纳中国日益扩张的工业规模。对于该问题，一个标志性思想便是

《论十大关系》，其中，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抓住了问题核心，即如何平衡好三者的利益矛盾，

实现在国家统一调节下个人与集体的动力释放，直接决定大科层体系的运行效率。

（一）科层结构调整：“中央—地方—企业”的决策权限变动

在科层中，激励强度取决于信息和决策权的匹配度。由于信息的纵向流动效率远不及市场 （横向流动），

科层顶部需要将权力下放以维持一个必要的动力水平，由此必定牺牲科层系统的理性与有序性。而选择使权

力沿条条还是块块下放，则取决于在信息阻塞成因中，空间分隔与逻辑分野何者具有首位性。

１ 充分信息统计量缺失与企业激励弱化。在大科层体系中，严重的信息阻塞直接造成企业激励弱化。一方

面，市场发现价格的过程被取消，一个推断企业努力水平的充分统计量不复存在，企业利润因受国家战略与

定价偏向影响而存在行业性、地域性、制度性差异，具有鲜明政策性而非竞争性，客观业绩指标只有产品实

物量及其 “价值扭曲型货币表现”。劳动竞赛下的相对业绩比较与标尺竞争同样失效，而作为补偿策略的同

比增长测算又会引发严重的棘轮效应，削弱企业业绩提升动力。另一方面，若委托人无法观测代理人努力情

况，则努力供给必然低于帕累托最优水平。此时企业对剩余的分成比例愈小，发掘潜在力量的动力愈弱。面

对剩余供给与投资需求的尖锐矛盾，经济剩余只能由企业少量留存，基层普遍出现隐藏产能与做低计划倾向。

当激励问题随科层规模扩张而放大，整个体系开始出现严重的增长缺口。１９５６年 １月，《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指出，很多人 “安心于一种落后的发展速度，安心于一种落后的平均定额。而事实却是：我们有很大

的潜在能力，把这些潜在能力发掘起来，就可以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争取实现一种先进的平均定

额”②。若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诉诸信息禀赋与权、责、利配置趋于对称的制度性变革。由于企业所在的

条与块之间存在管理权限的排他性与管理业务的互补性，权限划分矛盾始终存在，即企业收则计划统一但动

力弱化、放则行动分散但动力释放。因此对企业管理权限的上收与下放将直接改变条块间的权、责、利分配

关系，并实现统一计划与动力释放关系的再平衡。

２ 从以条为主到以块为主的决策权分散。一五时期，大科层体系始终以条为主。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中央企业固
定资产总值年均增长 ２０ ４％，而地方企业年均增长仅 ８ ９３％③，地方财政支出降至 ２５ ９％④，由此抑制了块块
的经营动力。１９５３年，地方企业产值占全部产值的 ６８ ２％，但利润与折旧仅 ８３９８２亿元，占比 １２％。⑤ 相较之
下，地方对央企的管理缺位更加严重。伴随央企规模迅速扩张，垂直部门管理事务不胜繁巨，条条的激励与

效率同样受损。对此毛泽东强调，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与地方

两个积极性。⑥ １９５７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草案）》⑦，正式扩大地方

政府在工业管理方面的权限和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

一方面，各垂直部门将中央企业下放给所在地政府管理，从 １９５７年底到 １９５９年 ６月，下放央企、事业单
位共计 １０２４个，占原单位总数的 ７８％，下放产值占原产值 ８０％左右。⑧ 地方获得对央企人、财、物的部分支
配权，如有权对企业物资进行调剂与再分配；有权负责企业大事管理；有权向中央申请或协调主要干部调动；

有权分享企业 ２０％利润。另一方面，企业也获得一定自主权，如获得四项费用、企业奖励基金与四成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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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支配权①；获得主要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外的人事权；获得 ８个原指令性指标的自由决策权。整个二五期
间，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上升至 ５１ ９％，超过建国初期。② 通过剩余权下放，中国由以条为主转变为以块为主，
地方负责企业具体事务，中央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全面规划和建设。

权力下放意味着委托人通过关键指标和经济杠杆实现对代理人的间接调控，刺激其围绕关键指标开展竞

争。因此企业一经下放，块块便获得建设本地工业的强激励，而条条的跨区平衡力量随之弱化。由于块块没

有权力和动力建立区际平衡协作机制，大科层体系出现区域分割，社会再生产发生裂变。原本以央企作为关

键节点的国内大循环体系拆解为若干小循环体系，各省协作与平衡关系需要重新建立，引发重复建设与分工

退化问题。对此，中央曾在 １９５８年 ２月出台 《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 ７个协作
区。但在 “左”的思想引导下，关键指标最终确定为产量，产品质量及投入—产出效率受到忽视，各地在竞

争压力下出现投资饥渴，企业也倾向于搞 “大而全、小而全”，缺少内涵式发展动力。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工业
劳动生产率相比 １９５７年下降 ８ ４％，三年间基本建设工程中报废、下马及其他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共 ２２０亿
元，占三年基建投资总额的 ２２ １％③，全国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生产费用从 １９５７年的 ５１ １元增加到 １９６０年的
５６ ４元。④ 对此，１９６１年国家出台 “工业七十条”等文件，使以条为主的企业管理体制再次恢复。⑤ “三五”

时期，地方财政支出占比降至 ３８ ９％，基本达到三年恢复时期水平。⑥

１９６５年 １１月，中央出台系列规定，力争再次扩大地方与企业管理权限。⑦ 到 １９７０年，国家正式启动新一
轮企业下放。据统计，１９６５年央企共 １０５３３个，工业产值占全民所有制工业的 ４６ ９％，１９７０年下放以后，中
央保留直属企事业单位 ５００多个 （工厂 １４２个），工业产值占比降至 ８％左右。⑧ 其间虽然第一轮下放的问题再
度出现，但经过五年放权调整与合理控制增长指标，情况明显好转。１９７３年，国家计委起草 《关于坚持统一

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规制了地方事权滥用问题。⑨ １９７８年，中央出台 《工业三十条》，要求将下放

不当的中央企业逐步上收。瑏瑠 同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则要求继续坚持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

为主”瑏瑡 原则。因此较之于前者，第二轮企业下放持续时间更长，且在调整中仅对下放权力作部分上收，极

大保留了地方自主权。可以说，建设时期中国始终在经济集中基础上开展经济民主化探索，大科层体系不断

在动力释放与统一秩序间寻求动态平衡，而反复的收—放权运动也使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不可逆转地逐渐增加，

最终奠定了中国经济分权结构的历史基础。瑏瑢

３ 从行政手段到经济手段的决策权集中。伴随各级地方工业的发展，整个体系由垂直部门和直属企业边界清

晰的双层结构转为多级政府与多级企业穿插而成的混合结构。然而，政府和企业在运行上分别呈现一种行政

与经济逻辑，前者指组织以履行分内职责和上级指令为中心，强调主观治理，后者指组织确立非行政化的经

济目标，强调经济核算。当行政逻辑日益强化，每一政府部门都要管理多家企业，每家企业都要接受多部门

管理。不仅政府的多元目标会造成企业经济效率损失，在多头领导下，企业计划编制也因顾及多方要求而耗

费大量成本。因此一个调整方案是将同类企业整合为行业托拉斯，使大量政—企关系为企业内部关系所替代，

扩大经济逻辑比重。

托拉斯成立后，其作为整体只需对单一上级负责，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比重显著下降，双层结构再度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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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刘国良：《中国工业史》现代卷，第 ４２０、５５２页。
董辅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第 ３３９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１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８７页。
通过出台 《关于改进基建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 （草案）》《关于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留给地方使用的几项规定 （草案）》和 《关于国

营工业、交通企业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 （草案）》，扩大了地方的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管理权和物资分配权，企业三项费用、固

定资产更新资金、小型技术措施费用、小型生产性建筑物等费用均可摊入成本，企业提取资金比例得到提升。

瑏瑡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５５０、６４５页。
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实行央地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的管理体制，而中央下放企业应当放到省或省属市一级，不能层层下

放。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北京：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１９７８年，第 １４ １５页。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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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企业只需完成特定生产任务，原本分散的销售、仓储、财务、政工等配套部门在集成管理中大量撤并。据

统计，托拉斯成立后会议、文件减少一半以上，统计报表减少 ７０％—８０％，管理人员精简三分之一左右。① 特
别地，托拉斯能够打破地区分割，释放出跨区域分工与协作的经济效能。此时中央是托拉斯的主要试办方，

各地可以有重点地试办地方性托拉斯。因此在建设时期，企业与政府的混合、经济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张力使

行政性放权运动并不构成决策权限调整的唯一内容，尽管纳入托拉斯的企业只占本行业的少数②，但经济性集

权仍然与行政性分权共同绘制出中国克服微观激励难题的政策图景。

（二）治理结构调整：“国家—集体—职工”的利益链条疏通

当激励不足时，以官僚主义为代表的利益不相容问题随之而来，国家计划难以有效贯彻。对此，一个补

偿性方案是发动职工民主基础上的运动式治理，实现 “国家—集体—职工”的利益链条疏通。而运动式治理

与职工民主又高度依赖具有独特权威性质和组织原则的党委领导制度。

１ 利益不相容问题：官僚主义、贪污与浪费。当弱化了的激励逐级贯彻，科层体系总倾向于叠床架屋，并诱

发对错误的宽容、决策的政治性支配、热衷于发号施令与人治的管理倾向等官僚主义弊病，其惯性和惰性难

以有效克服。因此官僚主义不过是弱激励下利益不相容的同义语。进一步地，官僚主义又会滋生贪污与浪

费。③ 在大科层体系中，不依赖私人所有权的公权力持有者在配置稀缺资源时，具有将权力租转化为私人收益

的内在冲动。而即便个人以审慎的态度、紧张的精神和周密的盘算来开展生产经营，所获私人收益也极其有限。

这种私人收益 （成本）与公共成本 （收益）的非对称结构必然引发公地悲剧，造成监督失灵与规制失效。

在利益不相容问题中，浪费和官僚主义最为严重。因为 “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④，而官僚主义作为贪污

与浪费的温床，表现为 “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注群众痛苦”，“轻视党的组织和纪律，轻视政府和法律”⑤

此时企业管理人员与上级组织、下级职工的利益不相容构成该行为倾向的基本动因，对内部的信息垄断构成

其 “保护带”，中央开展经济建设的强烈使命、迫切愿望与绩效合法性压力均难以向下充分贯彻。有鉴于此，

间或以运动式治理暂时代替常规治理，并完成对科层的 “除锈”与纠偏就成为更好实现国家、企业、个人间

利益与行动一致性的可行策略。

２ 治理整风运动对利益相容链条的周期性重塑。自 １９５１年起，中国经常性地开展 “三反”“五反”及增产节

约运动。其中，“三反”通过在工矿企业发动基于坦白检举制的群众斗争，使干部受到深刻教育，群众真正

被发动起来，从而对企业工作达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一般地，处于流通领域的企业经营、供

销、仓储部门和政府贸易、税收、金融部门问题较多，业务受冲击较大，生产部门则因同步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而基本能够完成计划。可以说，治理整风运动是发动群众整顿官僚主义的权威重塑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则

是发动干部调动群众热情的生产刺激运动⑥，后者以编制增产节约计划、签订集体合同 （企业与上级部门）

和联系合同 （企业内工段、车间、工序之间）等形式开展，计划的制定与执行直接决定企业业绩。因此在晋

升压力下，增产节约运动易于使科层由层层保守转向层层加码，造成生产建设冒进、工人高度疲劳与经济比

例失衡。⑦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工业卷》，第 ２５９页。
１９６４年，全国汽车配件厂共有 ２６７个，汽车托拉斯管 ５３个；全国纺织机械厂共有 ６８个，纺织机械托拉斯管 １６个；全国橡胶工业共
有 ３６７个厂，橡胶托拉斯管 ９８个。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工业
卷》，第 ２５４页。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

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文集》第 ６卷，第 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节选）》，《支部建设》２０２１年第 １８期。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２８２、２８３页。
为避免计划在个人意志主导下脱离实际，增产节约计划需要由工会组织动员全体职工积极参加讨论，充分发扬民主，使生产、财务

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变成职工群众自己的行动纲领，计划执行也由系统的思想教育予以保证。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６１５ ６１８页。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

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参见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人

民日报》１９５６年 ６月 ２０日，第 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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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增产节约运动构成治理整风运动的对冲机制，又因其依赖于原有权威结构，使上述官僚主义弊

病始终存在。而治理整风运动则是暂时打断科层中各就其位的常规运作过程，通过集中群众力量和主要注意

力来完成对原有科层弊病的纠偏与矫正①，最终以权力和权威体系的暂时消解来重塑利益相容链条，并以瞬时

效率损失为代价换取一段时期的效率增长。由于这种链条重塑源自外生的思想改造②，而非内生于正式制度的

革新与重构，运动必然呈现短周期特征。经常性地发动治理整风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成为应对 “大科层病”

的无奈之举。③ 此外，治理整风运动并非无条件发动，其之能够在大科层体系中得到积极响应，有赖于自上而

下的卡理斯玛权威，这源于党对国有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

３ 政党治理主导对利益相容链条的常态化巩固。由于存在政党治理，国有企业自成立伊始便探索其与行政治

理的结合形式。首先，行政与政党治理在支配关系上对应两种权威———法理权威 （制度化权威）和卡理斯玛

权威 （人格化权威），权威性质直接决定科层内上下级的 “权威—服从”水平。其次，两种治理在决策上对

应两种组织原则———专断与民主，行政治理适配专责制，权力与责任统一于一人，由其主导组织决策并对组

织运行负总责；政党治理适配民主集中制，要求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集

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有机结合。

行政与政党治理在运行机制上的分异最终衍生出两种企业治理形态：一是行政治理为主、政党治理为辅

的 “厂长负责制”（简称一长制），厂长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企业执行国家计划、经营管理、生产技术、

财务工作均负全责，企业党组织主要对工业生产发挥思想政治领导作用与保证监督作用④；二是政党治理为

主、行政治理为辅的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简称党委制），厂长对同级党委负责，一切重要决策都在

党委会上充分讨论，而紧急事件、党委决策的执行以及日常行政事务和技术工作的开展则由企业行政领导同

志按照个人负责原则进行。⑤ 两者的核心界别在于，党委是否领导企业生产经营工作、掌握企业经营决策权，

表现为企业采用多方意见参考下的个人决策，还是多方代表参与下的集体决策，是充分贯彻上级指令，还是

基于客观制度选择性发起博弈。

建国初期，新接收企业民主改革尚未完成，大厂矿仍由旧人员任厂长，党内干部缺乏工矿企业管理经验，

使企业需要党委对旧人员与旧厂长形成监督，部分地区实行党委制。而解放较早、具备人才干部基础的东北

地区于 １９５１年开始试行一长制，到 １９５３年，一长制在全国推行。但在实践中，一长制倾向于忽视党的思想政
治领导、取消党组织对企业行政工作的监督，这种倾向在组织上的反映，就是不重视党委干部的配备。⑥ 尽管

中央从 １９５５年开始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但一些问题仍无法克服。
一是一长制与上级政府党委制难以衔接，即企业法理权威与政府卡理斯玛权威存在矛盾，大科层体系的

权威链条出现第一道裂隙 （政府与企业之间）。表现为企业讨价还价，三级一长领导干部 （厂长、车间主任

和工段长）对党的方针政策执行有偏差，运动式治理无法沿卡理斯玛权威链条向下充分贯彻，企业形成 “针

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利益割据格局，企业与国家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

二是一长制与企业单位体制难以衔接，即企业法理权威与超经济封闭式契约关系不相适配，大科层体系

的权威链条出现第二道裂隙 （企业与职工之间）。表现为：（１）厂长无法有效协调党、工、团、妇等组织的
关系和工作，职工有转归单一经济人倾向；（２）党委无法对行政首长施加有效约束，职工代表会议变成由厂
长布置任务和向职工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工人权益经常遭到忽视⑦；（３）三级一长专断与职工民主管理相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 ９期。
１９５２年 ７月 ４日，在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 《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束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三反”运动实际上

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

毛泽东对此评价道，“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毛泽东文集》第 ８卷，
第 １６６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工业卷》，第 ２４５、２４８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综合卷》，第 ２１２、２２０页。
刘国良：《中国工业史》现代卷，第 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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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排斥，单向命令与服从关系消解了职工主人翁意识，滋生出对抗专断法理权威的消极情绪①，而契约封闭性

又进一步弱化企业管理权威有效性。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要求企业全面转向党委制，通过职工、企业、国家的利益相容实现自上而下的政令贯
通与行动一致性。由于党委决策的重大事务不易界定而又不断泛化，党委领导经常挤占个人负责空间，造成

多头管理、无人负责与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如何平衡好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关系，为集体与个人决策

权划定清晰界限，就成为该制度的一大难题。为此中央多次出台文件，强调企业党委不能代替厂长，包办行

政事务，而是要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统一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② 可以说，对两种企业治理形式的

尝试与切换，是对大科层体系宏观控制效率与微观运营效率进行权衡的综合结果，此时决定宏观控制效率的

国家、企业、职工利益相容更为关键。

五、大科层体系的制度特色及时代化发展

经过制度调整，大科层体系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以宏观侧条条与块块的联通机制和微观侧个人

与国家的联结机制最具标志性。对前者而言，企业是联通央地、省市、市县关系的核心枢纽，并构成区域、

产业政策的传导工具和实现载体。对后者而言，企业成为国家与个人有机结合所不可逾越的中心环节③，党的

领导和职工民主管理构成企业中介作用的必要条件。

（一）以国有企业为中介的 “条条—块块”联通机制

宏观层面，企业对条与块的联通作用内生于生产力维度企业分工协作关系和生产关系维度企业行政隶属

关系的矛盾，亦即信息阻塞与统一计划的矛盾。一方面，央企具有最高要素等级和资源配给权限，强生产能

力使其业务具有全国性与不可替代性，管理事权难以与地方财权相互适配。另一方面，广泛分散的央企作为

全国分工体系与地方分工体系的核心节点，生产计划影响地区与全国平衡，建设计划牵动地区与国家发展。

此时中央面临管理上的 “松—紧”两难，央企也难以发挥溢出效应，推动大小工业体系融合发展。当央企的

一部分权限下放，地方便在横向竞争压力与纵向自主动力驱使下强化对央企的绩效管理、释放央企引领效能。

因此，央企不仅是实行计划 “双轨制”④ 的重要载体，更是调节条—块矛盾的桥梁和传导产业、区域政策的

核心工具，若进一步拓展，省、市、县企业同样承担对应条块的矛盾调节与政策传导功能。

通过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中国在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产业维度农、轻、重的平衡，区

域维度一、二、三线的平衡。首先，结构调整通过央—地在基本建设中分工互补而实现。一五时期，重工业

基本建设投资比重达 ７５ ９％，解决主要轻工业品的央企需要在地方企业配合下完成各地差异化生活资料供给。
尽管轻工业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仅占 １４ ９７％，但在 “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推销”原则下，仍实现年

均 １２ ９％的增长速度。⑤ 到二五期间，轻工业建设继续以中小企业为主，由地方负责统筹安排。⑥ 其次，布局
优化在中央对地方的引领带动中实现。一五、二五时期，国家通过大型骨干央企引领、中小地方企业为主体，

大搞 “小洋群”和 “小土群”，中央引导性投资与地方配套性投资并行，以地方为主，力争在 １９６５年基本建
立起全国的经济体系和各大协作区的经济体系。到三五期间，国家通过一线企业整体搬迁、一分为二，以及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个人对企业权威的认同主要来源于对党代表人民利益这一性质的赞赏，建设初期不断高涨的劳动热情正是以个人对企业权威的认同

作为基础的。参见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第 ７６页。
１９６１年，中共中央制订 《国营工业企业条例 （草案）》，后续出台 《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的指示》。

参见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 ２４１ ２４２页。
蒋学模：《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９２页。
所谓计划 “双轨”制，就是一方面，中央部门必须对自己所管的企业和地方所管的同类企业进行全面规划；另一方面，各省、市、

自治区也必须对该地区内所有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和地方管理的企业进行全面规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应该根据这两方

面的计划，加以综合平衡，制定全国的计划。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工业卷》，第 ６９０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工业卷》，第 ４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综合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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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力量、管理干部、非标准设备成套定向投送等方式支援三线地区发展。１９６４—１９７１年，全国共有 ３８０个
项目，１４ ５万人，３ ８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地区。①

虽同为条块式结构，苏联企业却不具备上述功能。首先，苏联始终奉行以条为主。１９５２年，联盟所属工
业占比达 ７０％②，尽管在 １９５７年推行工业大改组 （不久后反弹），但企业仅从联盟下放到经济行政区 （１０５
个）一级，１９５９年，地方管辖工业仅占 ２２％③，而同期中国企业沿 “省→市→县→街道”路径层层下放，各
地区在层层平衡要求下主动建立工业体系。④ 其次，苏联工业追求高集中度。１９５４年，苏联有工业企业 ２１ ２

万个⑤，到 １９７５年缩减至 ４ ６８万个，１９８５年，４３７８个生产联合公司创造了 ５０ ３％的产品销售额。⑥ 而中国在

１９６５—１９７８年，国有、集体企业由 ４ ５９万、１１ １８万增至 ８ ３７万、２６ ４７万，增长 ８２ ３５％、１３６ ７６％。⑦ １９７８
年，占比 ９８ ７％的小型企业提供了 ５６ ６％的工业产值。⑧ 因此中国特色在于，央—地条块关系在各地区内部层
层复制，且大企业坚持以扩散效应为主、集聚效应为辅，在统一计划、重点集中基础上开展 “全党办工业，

各级办工业”⑨，实现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若就此向前追溯，中国长期延续中央集权下的属地管理体制。

官员权力由中央统一授予，对应行政事务逐级发包，形成半自主的全能型多级地方政府瑏瑠，各地自主权充分而

又不至失控。相反，俄国实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垂直管理体制，尽管沙俄在 １９世纪初建立起部门管理制度，
但贵族仍在地方自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瑏瑡 为克服长期以来的分散主义倾向，苏联只得坚持垂直管理，使地区间

各有分工、高度互补。瑏瑢

若向后观察，国企这种联通与中介功能延续至今，并完成时代化发展。首先，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使地

方财政比重日益提高，为平衡央地关系，中国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推进企业横向经济联合，１９９１年以后，开展
大型企业集团试点，推动国企兼并重组，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子母公司体制。其间大量地方企业并入央企，

中央国资规模占比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２８ ３％上升至 ２０００年的 ５３ ３％，实现利润占比由 ２５ １％提高至 ７８ ８％。瑏瑣 而地
方国企在部分上收后同样获得快速发展，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地方国资年均增长 １６ ７％，高于中央国资的 １２ ０％，
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间地方国资的 ９ ７％。瑏瑤 其次，深化改革以来，国有资本不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央企引领作用尤为突出。２０１８—２０２４ 年，央企在战新产业投资规模由 ０ ７ 万亿增至 ２ ７ 万亿，年均增长
２５ ２％，投资比重由 １２ ８％提高到 ４０％以上瑏瑥，由于产业与区域政策高度互补，央地双向合作日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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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１９６７—１９８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８３页。
⑤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译处译，北京：统计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第 ３７、３８页。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 １８９页。
与中国的层层平衡方针不同，苏联在自上而下下发控制数字后，企业计划按部门原则垂直上报，最终由国家计委按照从各个经济部

收集到的计划情报完成平衡。因此苏联计划编制中只存在一次最终平衡，这造成每年的行动计划中并不包含一个设计良好的部门和

地区发展战略，虽然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计划，但它只不过是把在那个地区的部门和职能计划汇总起来而已。参见克里·特纳、克

莱夫·科利斯：《计划经济学》，林毅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 ３３ ３４页。
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１２１页。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４》，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１６页。
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 １９８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１１４、１８４、１８５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 ３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４１４页。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 ５４ ７０页。
县级行政长官 （县警察局长）由省贵族会议选举产生，底层农民 （农奴）则归地主 （领地贵族）管理。参见许金秋：《俄国国家机

构和官员制度 （１９世纪—２０世纪初）》，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第 １４９ １８４页。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工业大改组期间，苏联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系受到冲击，而各级各地区又未能形成自主的工业体系。由于 １０５个经
济行政区之间产业高度互补，使企业下放对各地的生产力刺激作用并未达到预期，各经济区企图建立排他性的经济，企图不惜损害

国家利益，获得更多的物力财力来进行不必要的基本建设，如福利设施。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 ７０ 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
夫》第三分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１５２、１５５页。
《中国财政年鉴 ２００２》，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９４页；徐传谌、彭华岗等：《中国国有经济发展报告 １９４９—２００２》，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５４ １５５页。
《中国财政年鉴 ２０２３》，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２０２３年，第 ４１６、４２０页。
申海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国资报告》２０２４年第 ４期；李心萍：《国企改革进入关键年》，《人民
日报》２０２４年 ５月 ２２日，第 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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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国有企业为中介的 “国家—职工”联结机制

微观层面，企业对国家和职工的联结内生于集中积累与分散消费的矛盾。由于国家的强性积累需要，政

策性、禀赋性利润 （职工福利）和按劳分配原则存在冲突，加之信息阻塞，经济刺激面临严重失灵。此时国

家意志能否落于个人，直接取决于企业决策是否代表工人利益，即集体—职工的利益链条是否通畅。建国初

期，国企普遍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①，同时有作为监督、建议、协商组

织的职工代表会议与之配套。转向党委制以后，党委会取代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升格为职工代表

大会 （小企业为全体职工大会），有权审查和讨论企业计划，定期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在必要时向上级

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② 通过职工民主的制度化贯彻，工人从名义上的企业所有者转为决策管理意

义上的企业控制者，其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开始成为工人第一要务，企业财产

被等视为工人自有财产，工人自发对企业行政权力形成约束。

有别于中国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苏联长期坚持 “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其在企业设立简化的集体

领导机构，使协议制减到最小限度③，并要求有经理独立领导的权威和工人绝对服从的劳动纪律④，各工业部

同步实行一长制。⑤ 而之所以出现管理制度分野，是因苏联实行劳动力流动制度，企业与职工均可主动订立或

解除劳动合同⑥，契约的显著经济属性能够与一长制所依赖的法理权威相互适配。⑦ 但在中国，劳动合同是封

闭的，这种单位体制能够广泛建立，是因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彼时契约制度尚未完成对封建

宗法制度的替换，旧厂矿企业普遍采取层级分明的把头制⑧，把头与劳工间结成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依赖

传统权威的家长制支配方式。当民主改革消解了把头制所维系的传统权威基础，红而未专的干部与重新组织

起来的工人面对法理权威无所适从，便需要卡理斯玛权威代为发挥作用。⑨

面对宏观控制效率与微观运营效率的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周期性调整，中国多次在两种治理模式中进行

切换。又因厂长领导倾向于拒绝集体决策，党委领导倾向于排斥个人专责，使中国在改革中探索出两种治理

有机结合的创新方案，即通过一种人员交叉但不相重合的组织间分工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

使党委会和行政委员会既在日常事务中各管一摊，又在重大事项决策中高度互补 （三重一大事项的党委讨论

前置），克服了一长制那种党委在企业决策中虚化，与党委制那种党委在日常事务中参与过度的问题。在一岗

双责人员中，核心是企业一把手对党委书记与厂长 （董事长）一肩挑，使以往分置条件下党组织与行政组织

间绝对意义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为一般事项上的职能分工关系和重大事项上的工序分工关系。两类

治理由二元分立走向融合，并形成一种法理权威和卡理斯玛权威混合兼容的权威型式，从而企业契约关系转

变为介于单位体制与一般企业之间的体制型契约瑏瑠，提高了企业单方面解约的门槛条件，使国企在具备现代企

业一般性的同时保证了党的领导与职工民主管理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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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管理企业》，《福建政报》１９５０年第 ３期。
徐之河、徐建中：《中国公有制企业管理发展史　 １９２７—１９６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１８、１７７页。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２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 ９页。
百爽、白原：《学习苏联企业工作经验　 第一集　 关于企业管理问题》，北京：大众书店，１９５０年，第 ３２ ３７页。
刘振华：《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引进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１４７页。
潘石：《苏联的劳动力流动制度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经济学动态》１９８８年第 ６期。
苏联曾长期苦于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巨大损失，６０年代初，苏联每年因劳动力流动而损失产品价值达 ３０亿卢布，并经常采取限制措
施，但收效甚微。政府欲征集工人以开发远东，必许以重利，结果仍有大量工人去而复返。参见袁伦渠：《关于苏联劳动制度的一

些资料》，《经济学动态》１９８０年第 ７期。而苏联之所以无法将工人真正组织起来，很大程度上因为其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
段，经济契约制度已然形成。

有研究认为，把头制形成于洋务派厂矿企业，并与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组织中的保甲制度密切相关。参见马学军：《把头包工制：近代

中国工业化中的雇佣和生产方式》，《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以卞历南为代表的国营企业制度路径依赖说仍然无法回答中国因何能够长期坚持单位体制。若仅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模型

就能够决定单位体制的建立，那么为何苏联政府同样试图限制劳动力流动，却又总是无功而返？参见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

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卞历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８４ ２８５页。
宋冬林、孙尚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建构与演进逻辑———以企业契约关系为视角》，《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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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作为对整个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组织刻画，国企与各级归口部门构成大科层体系的主体内容。借助该体

系，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与计划可得到系统贯彻，但也需要支付较高的组织成本。具体来说，信息阻塞构成

一切问题总的根源。其一，高度集中意味着信息与决策权严重错配，引发自上而下的激励失灵。此时一个折

中方案是将决策权部分下放，代价却是计划的系统性有序性相应弱化。其二，信息阻塞妨碍了对权力的约束，

这为官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高筑本位利益边界的同时放大干群对立，弱化职工集体意识与奉献精神。因

此与统一计划相适配，党委领导需要取代一长专断，以打通中央到基层职工的权威与利益链条。在价值规律

引入后，剩余权配置需要在央地间进行调整，政党与行政治理也应在新的水平上完成融合。总的来说，中国

式大科层体系活的灵魂就在于正确贯彻经济建设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中央有计划的领导同地方、企业

在确定更好地完成所规定任务的方法方面的独立性密切地结合；企业内严格遵守纪律和高度发挥劳动群众参

加生产管理的创造性积极性相结合。① 面对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时代任务，国企改革深化的核心

便是使民主与集中的具体形式发生调整：一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增强国企行动的战略性、一致性；二是在行

政治理基础上增强党的领导与职工民主嵌入的有机性、有效性。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 “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国有企业” （２０２５ＪＺＤＺ０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孙尚斌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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